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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构建了“理论视角—定义逻辑”的混合型组织概念认知范式，基于理论视角

将混合型组织本质的已有认知归纳为治理方式观、建构形式观和组织形态观，认为它们可以收

敛于组织形态观；基于定义逻辑将混合型组织概念的已有界定方式归结为以“元素混合”为核

心和逻辑起点的定义方法、以“特征介于”为核心和逻辑起点的定义方法，并结合二者形成基于

元素混合的特征刻画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包容性与解释张力的混合型组织元定义和反

映混合型组织运行完整“画像”的操作性定义，以期引导人们走出混合型组织的“概念丛林”。本

文对混合型组织既有的多种分类方法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建立了“元素特征组合—混合度”的

混合型组织类别识别与判定框架，并聚焦于组织社会学领域的混合型组织类型，将组织的商业

性与社会性两个维度、混合度阈值与类别结合起来，考虑最低混合强度要求，廓清了不同类别

混合型组织所处的区域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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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一种新的组织形态获得普遍认同需要经历问题化、理论化、合法化三个阶段的持续制度

化过程（Greenwood和Suddaby，2006；Huybrechts和Haugh，2018），混合型组织（hybrid
organizations）的出现及流行也不例外。已有制度安排即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

（TSOs）的失败，需要新的替代性组织。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后，学界和业界反思市场经济下

的单一市场组织模式，意识到政府部门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公私合作开始出

现，萨缪尔森称其为“混合经济”制度，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由公共经济部门和私有经济部门

组成的混合经济。此后，人们进而认识到，政府和商业组织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二者之间的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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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会产生“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Etzioni（1973）提出，确立一个“第三部门”作为公共部门与

私营部门的替代，以非营利组织或志愿部门为主体的第三部门组织由此诞生，并逐步占有一席

之地（Billis，2010）。但是，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第三部门在实践中呈现出诸多不适应性，无

法高效满足日益多元的社会需求。于是在20世纪80—9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全球，旧

的公共管理范式被超越，公共服务的提供更多地采用市场化方法（Bourgon，2007）。同时，利益

相关方对组织的社会问责要求日益增加，公共资金供给减少。非营利组织为了提高自身的效率

和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开始关注成本和价格，并遵守公共问责原则，兼具政府机构和商业

企业的部分特征（Harris，2010）。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Battilana
等，2012；Battilana和Lee，2014），市场结构呈现出“慈善资本”与“营利性资本”之间的混搭，效率

导向在社会影响层面和公共服务领域实现渗透与混合（André，2012；肖红军和阳镇，2020），由
此涌现兼具市场导向与社会价值创造导向的混合型组织。

进入21世纪，商业社会化趋势愈演愈烈，传统的商业组织逐步寻求市场竞争的社会嵌入，

尝试将组织的业务运营与社会性诉求相结合，形成涵盖经济与社会多元利益相关方的社会性

网络。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企业有效实现社会嵌入的主要路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经过20世纪

70年代的社会压力回应观、80年代的企业社会绩效概念、90年代的利益相关方模式，逐步转向

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范式和共享价值范式（Porter和Kramer，2011；肖红军，2020）。然而，这两种

范式均属于工具竞争观，其所诱导的实践存在人为的价值割裂，即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与企业的

利润最大化目标在特定时空下是分割甚至相悖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的各类缺失与异化行

为难以消解（肖红军和阳镇，2018）。如何驱动传统商业组织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内生化，如何确

保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可持续性，成为重要议题。从组织范式变革的角度看，混合型组织为解

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可能。混合型组织将社会责任纳入企业的战略与核心业务，在实现社会价值

的同时可以形成经济价值，增加“三重底线”方面的价值（Hahn和Ince，2016）。因此，混合型组织

不仅是非营利组织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以支撑其核心使命的结果，也是商业企业在与社会发生

知识与资源交换的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来满足多元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实现

公共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效结合的重要组织形式（陈友华和崇维祥，2017）。
非营利组织的职业化和商业企业的更高的伦理标准共同驱动形成所谓的“混合化运动”

（Battilana等，2012），结果是不仅经济变成混合经济，而且组织也被混合化（Billis，2010），甚至

每个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混合性特征（Schmitz，2015）。虽然“混合化”带来挑战，但混合型

组织也因为其独特优势而繁荣发展。混合型组织在现实中的日益流行引发学术界对混合型组

织的广泛兴趣，学者们对混合型组织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Wolf和Mair，2019；
Pache和Thornton，2020）。但是，混合型组织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Schmitz和Glänzel，2016），
多数研究仍属于前范式阶段（Nicholls，2010），侧重于孤立问题和轶事描述（Nicolopoulou，
2014；Battilana等，2017），在诸多研究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特别是，近年来关于混合型组织认

知的研究日益增多，不仅呈现多样化的概念研究视角，而且出现了差异明显的概念界定，结果

是人们对混合型组织概念未能形成一致性认知，甚至存在较大分歧，这种现象堪称混合型组织

的“概念丛林”。混合型组织概念的发散性（Schmitz，2015）和现实中不断涌现的多元形态，加剧

了混合型组织“概念丛林”的复杂性，对深入开展混合型组织研究形成羁绊。同时，学者们对“哪
些组织是混合型组织”与“混合型组织包括哪些类别”也存在较大分歧，混合型组织的类别判定

缺乏统一的方法。

本文以混合型组织的研究文献为基础①，采用文献研究和逻辑演绎方法，透视诸多理论流

①本文检索的数据库主要是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web of science、Springer、Jstor、Emerald、Wiley和Science Direc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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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混合型组织概念界定，剖析其理论逻辑与定义视角，最终抽取混合型组织的元定义，形成

兼具包容性、实质性、现实性的概念建构，厘清混合型组织从何而来、有何特征以及理论争议何

在；在此基础上，聚焦组织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视角下混合型组织的边界，提出以“元素组合—
混合度”的分类判别方法。本文有助于学界更好地理解混合型组织的渊源与研究流派，加强不

同理论流派对混合型组织的共性认知，以便走出混合型组织的“概念丛林”与类别分歧。此外，

本文也有助于促进组织的转型、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二、  穿越混合型组织的“概念丛林”：基于“理论视角—定义逻辑”的解构与重构

系统梳理和深度透视多样化的混合型组织概念，首先需要分析不同学者理解混合型组织

概念的认知范式。对此，Battilana等（2017）综合基于解释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诸多研究，从理论

视角和界定方法两方面理解混合型组织概念，并将不同的理论视角归入三类界定方法。

Glynn等（2020）认为，既有研究对混合型组织概念的认知可分为理论视角、分析层次和竞争性

混合元素三个方面。由此可见，理论视角是混合型组织概念界定的基础，从理论上回答混合型

组织为什么出现、本质是什么。界定方法是定义混合型组织的逻辑与方法，回答如何确定混合

型组织的内涵与外延。不过，Battilana等（2017）所指的界定方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定义方

法，它与Glynn等（2020）指出的竞争性混合元素属于同一个层次，只能称得上是定义方法中的

构件，因此在混合型组织的认识范式中，可以更准确全面地将其拓展为“定义逻辑”。分析层次

是理解混合型组织的焦点对象所属情境，回答从个体、组织、场域和跨层中哪个层面界定混合

型组织。然而，不同的理论视角往往隐含了相应的分析层次。因此，理论视角和定义逻辑是混合

型组织概念认知范式的核心，已有研究在这两个方面呈现多种不同观点。

（一）基于理论视角的透视

理论视角有助于洞察某个组织为何采用特定的组织形式，什么机制维持着该组织形式的

运行，该组织形式的影响是什么（Jolink和Niesten，2012），以便更加准确、清晰、深入地界定其概

念。学者们已经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不同理论视角认知混合型组织概念。

1.多样化与多层次的理论视角

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理论视角催生出对混合型组织的不同理解。从具体理论视角来看，

Borys和Jemison（1989）指出，交易成本理论、组织间关系理论、一般系统理论等为混合型组织

提供了基本解释。Ménard（2004）提出，可以从社会网络和治理这两种理论视角定义混合型组

织。Jolink和Niesten（2012）将已有研究的理论视角区分为包括代理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经

济学、资源基础理论在内的传统理论视角，以及网络理论、演化理论、战略理论、信任理论等新

近的理论视角，认为将这些理论结合起来，能够更充分地解释混合型组织的形成、运行和影响。

Skelcher（2012）评述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管理理论、原型理论、制度理论、文化理论和组织设计

理论在定义和解释混合型组织中的应用。Battilana和Lee（2014）指出，组织身份、组织形式、制

度逻辑等方面的研究都对理解混合型组织做出了贡献。Haigh和Hoffman（2014）则关注混合型

组织已有研究中的制度理论视角和社会创业理论视角。Skelcher和Smith（2015）分析了交易成

本经济学、公共管理与非营利理论、组织设计（原型）理论的不足，认为应运用制度逻辑理论来

认识混合型组织。Battilana等（2017）将研究混合型组织的理论视角系统地概括为组织身份理

论、交易成本经济学、网络形式理论、类属理论、组织原型理论、制度逻辑理论、文化理论、经济

体制转型理论8个方面。Quélin等（2017）认为，有两类截然不同的理论方法在解释混合型组织

中占据主流地位，一类是企业契约理论，包括交易成本经济学、不完全契约理论、代理理论、组

织设计理论，另一类是社会创业和更广泛的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理论，尤其是制度理论。Glyn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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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的文献研究发现，理解混合型组织最常用的是制度逻辑、结构/形式、身份、类属、惯例、

框架等理论视角。

综合来看，混合型组织概念认知的理论视角比较宽泛和杂乱，理论层次、理论范畴、理论指

代、理论颗粒度缺乏统一性，不同理论视角与混合型组织概念认知的关联性差别较大，因此有

必要对这些理论视角进行筛选和归类，以便形成划分逻辑一致、与理解混合型组织高度关联的

理论族群。Battilana等（2017）和Quélin等（2017）曾就此做出努力。前者将八种理论视角归并为

身份混合、形式混合、理念（rationales）混合三个方面，其中身份混合主要是组织身份理论，形式

混合包括交易成本经济学、网络形式理论、类属理论和组织原型理论，理念混合包括制度逻辑

理论、文化理论和经济体制转型理论。后者将交易成本经济学、不完全契约理论、代理理论、组

织设计理论等归结为以治理为基础的混合理论视角，将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理论（如制度理论）

看作组织逻辑的混合理论视角。这两项研究为混合型组织概念认知的理论视角筛选和归并提

供了重要启示，但它们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前者中的身份、形式、理念只是混合型组织的表征元

素，缺乏对混合型组织本质的认知（即混合型组织本质上是什么），文化理论和经济体制转型理

论与混合型组织概念认知的关联度不高，网络形式理论视角的认知从属于交易成本经济学，没

有必要单独区分出来。后者中的“以治理为基础的混合”与“组织逻辑的混合”属于不同层次，治

理视角是对混合型组织本质的一种认知，组织逻辑则是对混合型组织元素的一种认知。

2.三种本质观下的混合型组织

治理方式观认为，混合型组织本质上是一种兼具多种其他治理方式特征的新治理方式，是

多组织合作情境下可供选择的组织化特征或治理方式特征的结合。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来

看，混合型组织起初就是作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扩展与应用而出现的（赖丹馨和费方域，

2009），它被认为是市场与等级制度之间的契约与伙伴关系（Schmitz和Glänzel，2016），旨在有

效地解决组织间协调问题，减少交易成本和交易的不确定性。基于此，Ménard（2004）将混合型

组织定义为法律上的独立机构之间开展合作，分享或交易技术、资本、产品和服务，但没有统一

的产权，彼此之间的调整基本上不依赖价格机制的组织，包括战略联盟、合资企业、分包等形

式。Baker等（2008）将混合型组织定义为通过合同或资产所有权将决策权和收益分配给相关各

方的组织。Jolink和Niesten（2012）认为，混合型组织是独立组织之间的合作体，这些组织通过整

合资源、交流信息、规避风险和维护财产权，交换或共同开发商品和服务，以期创造价值，降低

代理和交易成本，分配剩余索取权。从公共管理理论视角来看，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

构成整个社会的治理主体。新公共管理则倡导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的交叉混合。由

此，混合型组织被认为是“存在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交汇处的组织”（Kickert，2001），是“将公

共导向和市场导向相结合的组织”（Joldersma和Winter，2002），介于两个或者多个部门之间

（Billis，2010）。Koppell（2003）从私营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将混合型组织定义为“政府为

实现特定的公共政策目的而创建的实体，该实体全部或部分由私人或公司拥有，并产生收入来

支付其运营成本”。这些私营组织作为混合型组织，既是公共政策服务的提供者，也具有法人地

位，并被赋予更大的自主权（Skelcher和Smith，2017）。
建构形式观认为，组织是人们的社会认知、意义阐释所赋予的建构体，混合型组织则是具

有多个竞争性建构元素特征的复合性建构体，是区别于既有建构体的新型建构形式。依据是组

织成员的意义阐释还是社会的意义赋予，建构形式观分别从组织身份理论视角和类属理论视

角认知混合型组织概念。组织身份理论将“我们是谁”和“我们做什么”作为区别组织的持久性

核心特征（Heaney和Rojas，2014），认为组织若属于多个类别将会导致多个竞争性身份的长期

存在（Battilana等，2017）。据此，混合型组织被认为是同时拥有多个“通常不能在一起的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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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这里的“身份”是组织向其成员所声称的、已经被外部定义良好的组织类型，因此混合型

组织既依赖于组织内成员对“混合身份”的意义阐释，也被认为是组织外部感知和赋予的“混合

身份”（Glynn等，2020）。与身份理论视角不同，类属理论来源于种群生态学，在组织种群生态学

视野下，特定的组织形式是一种被公众所识别的、具有集合特征的社会类别，通过一套标志和

一套行为规则加以“社会编码”，这构成种群分类的基础（Hannan等，2007），公众据此将特定组

织分成不同类别，并期望其表现出相应的行为特征。按照该理论，混合型组织跨越了不同组织

类别的边界（Heaney和Rojas，2014），是结合多个社会类别组织形式特征的组织，形成“组织是

什么”和“组织做什么或应该做什么”的多种感知的混合（Battilana等，2017）。因此，组织类属视

角下的混合型组织本质上是基于某种组织原型，并被定义为结合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织结构

和实践的原型配置的组织（Greenwood和Hinings，1993；Greenwood和Suddaby，2006）。
组织形态观认为，混合型组织本质上是一种混合多种相互竞争的组织核心元素、跨越不同

制度领域边界、兼具多种组织特征的新组织形态。依据组织构造是元素混合还是社会理念的逻

辑混合，组织形态观分别从组织原型理论视角和制度逻辑理论视角考察混合型组织。组织原型

理论来源于新制度理论，它假设在制度上得到合法阐释的体制运行于组织场域，塑造行动者对

组织设计、活动、任务的认知导向（Skelcher和Smith，2015），形成所谓的“原型”，即“能够反映可

阐释的单一体制的一套结构和系统”（Greenwood和Hinings，1993）。基于此，混合型组织被认为

是由两个或多个组织结构和惯例的原型构造相结合的组织形态，这些“结构”和“惯例”可能是

组织战略、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和知识管理等组织形式的核心元素（Greenwood和
Suddaby，2006），也可能由组织目标、权威关系、技术和目标市场构成。总之，在组织形态和类型

视角下，学者通常关注不同机构领域边界上出现的新型组织，包括混合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原

型的社会企业、社会创业与创新组织等（Coates和Saloner, 2009; Vans和Baugous, 2009;
Hockerts, 2015; Mair和Battilana, 2012），以及混合了研究机构与商业公司两种组织类型的科技

型企业、创业孵化器、大学科技产业园等（Powell和Holtz，2012）。制度逻辑理论超越组织社会学

领域的制度主义观，突破了制度统一性的逻辑框架，认为同一场域内的不同制度主体存在冲突

甚至完全相悖的逻辑导向。混合型组织存在的意义便是消除冲突，实现差异化制度逻辑的兼

容，在组织场域内处理其所面临的制度压力空间。由此，混合型组织可被理解为在一个组织实

体内协调多种制度逻辑的解决方案（Skelcher和Smith，2017），是应对多个竞争逻辑、冲突需求

或多重压力的组织（Pache和Santos，2010）。混合型组织吸收了不同制度逻辑的元素，是多个逻

辑的结构化体现（Gümüsay等，2020），它将不同的制度秩序和组织特征整合起来，以实现其使

命（Alexius和Furusten，2019）。制度逻辑理论下的混合型组织主要体现为社区银行、大学产业

园与科技孵化器、混合科学技术逻辑与商业逻辑的科技企业等(Alm和oz，2012，2014)，混合社

会逻辑与市场逻辑的社会创业组织与社会企业（Battilana和Dorado, 2010；Pache和Santos,
2013；Ramus等, 2016；刘志阳，2015，2020），结合国家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国有企业，等等

（Nee, 1992；Xu等，2014）。
（二）基于定义逻辑的透视

定义逻辑反映了界定混合型组织概念的思考方式、基本构念和推演过程，是混合型组织概

念认知的内隐构面和深层“主线”。已有研究对混合型组织概念的界定方式可以归结为两类：以

“元素混合”为核心和逻辑起点的定义方法，以“特征介于”为核心和逻辑起点的定义方法。它们

隐含着不同的逻辑推演链条，形成混合型组织概念界定的两种定义逻辑和差异化的本质认知。

1.以“元素混合”为逻辑起点的认知

“元素混合”法将混合型组织看作多种元素的混合体，这些元素在传统上被视为具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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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且难以共存的。基于此，混合型组织概念界定的关键就在于对“元素”的理解和具象化，即由

哪类或哪些元素进行混合。首先，“元素”既包括核心组织元素，也包括边缘组织元素，但混合型

组织应当是核心组织元素的混合。Kim等（2016）认为，混合型组织是已有组织惯例的核心元素

的混合，特别强调其组织惯例的关键、核心或中心特征而不是边缘特征；如果只是既有组织惯

例的边缘特征的结合，那么这种小的修补只能看作变异而非混合型组织。Wry等（2014）也指

出，核心特征的混合将生成新的标签性（header）身份，而边缘特征的混合则可能只是对核心特

征的改进。Battilana等（2017）综合了八个理论视角，提出混合型组织是将传统上不能共存的核

心组织元素混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组织。

在明确“元素混合”是核心组织元素混合的基础上，混合型组织概念界定就推进到对核心

组织元素的识别上。按照核心组织元素的抽象程度，混合型组织概念界定可以区分为基于抽象

元素混合的定义和基于具体元素混合的定义。抽象元素是指惯例、逻辑、价值观、信念、身份、形

式等影响组织运行的深层因素。既有研究对混合型组织的元素类型存在分歧，这主要是由于理

论视角的差异导致的。例如，组织社会学学者更强调混合型组织是市场导向与使命导向的惯

例、信仰与理念的“元素混合”，其背后是一套制度逻辑的混合（Battilana和Dorado，2010；
Battilana和Lee，2014）；制度经济学和战略管理学者更强调组织运行过程中的战略目标、使命、

决策程序、治理方式、资源等的“元素混合”（Evers，2008；Billis，2010；Vallaster等，2021）；而组织

理论中的组织设计学派更强调从组织设计与组织运行层面解构“元素混合”，认为混合型组织

需要考虑组织运行目标、决策、职能结构、员工结构、组织文化等方面的混合（Perry和Rainey，
1988；Battilana和Lee，2014）。总之，由于混合型组织遵循的逻辑起点不同，混合过程中选取的

元素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而混合型组织选择混合元素的差异性也导致了理论界对混合型

组织的认知呈现较大的分歧。

2.以“特征介于”为逻辑起点的认知

“特征介于”法认为，混合型组织表现出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组织类别及治理方式的特

征。不同于“元素混合”法强调的混合了哪些元素，核心元素是哪些，“特征介于”法转而探求混

合型组织所呈现的“特征介于”，其背后是混合形态的空间定位与型构的方法论，兼具多元特征

（特征高度泛化）使得混合型组织成为介于不同部门之间、不同组织类别之间、不同治理方式之

间的中间形态。依据“特征介于”法，混合型组织概念界定的关键是对“特征介于”的描述和刻

画，不同的“特征”形成的连续或者非连续画像将形成对混合型组织概念的不同认知。已有研究

对“特征”的刻画主要有聚焦组织特征来源和识别特征内容两种方式，由此形成了基于特征来

源的混合型组织定义和基于特征内容的混合型组织定义。从特征来源来看，混合型组织的多元

混合特征可以来自不同的治理方式、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组织类别，从而形成对应的混合型组

织定义。一是将混合型组织看作兼具市场和等级制度的特征，此时混合型组织的界定区间限于

市场与等级制度之间，核心组织特征在于介于市场与等级制度之间的组织间“治理结构”
（Ménard，2004），或者处于中间位置的治理结构与形态（Skelcher和Smith，2015）。虽然市场和等

级制度是相互排斥的，但混合型组织并不是独立的第三种类型治理结构，而是处于市场和等级

制度之间的一个连续体（Skelcher，2012；Skelcher和Smith，2015）。二是将混合型组织置于不同

部门之间的连续点上，此时区间限定为公共、私人以及第三部门中的两个或者三个，以部门为

区间极点的分类方法认为混合型组织同时拥有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中两个或三个部

门的重要特征，在区间位置上介于两个部门或者多个部门之间（Billis，2010），甚至可能运行于

不同部门的交叉点上（Schröer和Jäger，2015）。混合型组织被认为是处于不同部门之间的“中间

形态”，并经常从理想的部门结构出发来揭示其逻辑和具体特征（Schmitz和Glänzel，2016）。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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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认为混合型组织跨越了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边界（Anheier和Krlev，2015），此时区间被

限定为商业性与社会性两个极点或边界，混合型组织兼有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特征，在特

征上分布于二者之间的中间点上（Kannothra等，2018），也可能位于二者的分界线上（Ponte等，

2017）。Alter（2007）提出了由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分别作为两端的组织光谱，将混合型组织

置于组织光谱的中间。在上述三种定义中，对特征的刻画界定了混合型组织的分布，分布形态

体现为区间极点的“介于”关系，最终在分布形态上使得混合型组织与其他治理方式、部门、组

织类型的关系不仅仅呈现为连续体，也可能表现为三角形、金字塔和交叠圆形的关系

（Mullins等，2012）。
从特征内容来看，可以从组织的多个层面分析视角界定混合型组织概念（Anheier和Krlev，

2015），基本逻辑链条是“识别与刻画混合型组织的具体特征—与理想的组织类别进行特征比

较—基于特征差别与联系对混合型组织进行定义—判断混合型组织与理想组织类别的‘介于’
关系”。由此可见，这种定义方式的关键是从组织多个层面识别和刻画混合型组织的具体特征，

进而将混合型组织与理想的组织类别关联起来进行概念界定。Mair等（2015）和Alexius和
Furusten（2019）均认为，混合型组织拥有三个一般特性，即多个利益相关方、追求多个相互冲突

的目标、表现出相异的或相互矛盾的行为，这意味着可以依据这些特性对混合型组织做出概念

界定。Haigh和Hoffman（2012）发现，混合型组织与传统组织存在三个根本区别：将推动社会与

环境的积极变化作为组织目标，与利益相关建立互惠关系，积极与市场和竞争者以及行业机构

开展互动；据此认为混合型组织跨越、混合了不同理想类型的组织特征和结构，介于这些类型

的组织之间。Vassallo等（2019）从组织逻辑与目标、匹配性的资金来源、自给自足的财务驱动力

大小、社会影响驱动力大小四个维度刻画了混合型组织特点，并与纯粹的营利组织形态和纯粹

的非营利组织形态进行特征比较，提出混合型组织是介于二者之间的连续光谱。

（三）混合型组织概念的再建构

多样化、多层次的理论视角和元素混合、特征介于两种不同的定义逻辑，导致人们对混合

型组织概念认知的巨大分歧，因此，重建概念认知共识应当从重新审视理论视角和定义逻辑出

发，建立各自的内在逻辑关联并在各自领域形成统一认知，进而延展、整合和深化混合型组织

概念，形成兼具包容性、实质性、现实性的概念建构。

1.理论视角的收敛

尽管没有单独的理论能够解释混合型组织的所有元素（Mayer和Teece，2008），但不同理论

视角对混合型组织的“解释力”与现实意义不尽相同，合意的理论视角应当能够从本质上深刻

认知混合型组织。从三种本质观下的理论视角来看，在治理方式本质观中，交易成本经济学属

于混合型组织认知的早期方法，但将混合型组织看作一种组织间关系的治理方式并不合理，混

合型组织在形态上毕竟表现为一种“内混合”的实体组织。公共管理理论倡导将混合型组织作

为一种新公共管理方式，是承担社会治理职能的不同部门的“混合体”或介于不同部门的“中间

形态”，但部门混合或多元部门形态只是一种显性或表征现象，更深层次则是不同部门在组织

形态上呈现为差异化的组织原型和运行逻辑，及其相互混合或特征兼具。在建构形式本质观

中，组织身份理论和类属理论分别从内部成员感知与社会公众赋予两种视角将组织标签为经

过不同建构的“身份”，混合型组织被认为混合了多种身份特征。然而，身份仍然只是组织的外

显标签，不同身份的组织其背后内隐着不同的组织原型和运行逻辑，身份混合或多元身份特征

实质上体现为不同身份的组织原型和运行逻辑的相互混合或特征兼具。由此可见，混合型组织

的治理方式本质观、建构形式本质观在内隐层面可以归结为组织形态本质观，公共管理理论、

组织身份理论和类属理论对混合型组织的认知在组织层次上收敛于组织原型理论视角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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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理论视角的解释。这意味着组织形态本质观是对混合型组织进行概念界定的共识基础，而

组织原型理论和制度逻辑理论则是建构混合型组织概念认知的实质性理论基础。

2.定义逻辑的统一

“元素混合”的定义逻辑指明了混合型组织的构成元素，能够形成对混合型组织概念的结

构化认知，比较清晰地展现混合型组织与既有不同组织类别的关联逻辑。但是，无论是基于抽

象元素混合的定义还是基于具体元素混合的定义，“元素混合”的定义逻辑大多停留于“元素维

度”的识别与“名称”混合，并没有对不同维度元素的混合特征进行具象化和清晰刻画，很难使

人对混合型组织形成鲜明“印记”。“特征介于”的定义逻辑，尤其是基于特征内容的定义，一方

面直接刻画了混合型组织的特征，易于辨识，另一方面指出了混合型组织与其他治理方式、部

门、组织类型的“介于”关系，可以清晰地反映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然而，相对于“元素混合”的
定义逻辑，“特征介于”的定义逻辑缺乏对“混合”的具体阐释，对混合型组织的形成逻辑缺乏结

构性认知，因此属于表征性的界定方法。实际上，“元素混合”的定义逻辑与“特征介于”的定义

逻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和互补性。不同类型组织在不同元素维

度上的混合将会形成混合型组织的“元素特征”，这些元素特征的组合即可刻画混合型组织的

整体特征。也就是说，元素混合是混合型组织特征的来源，特征刻画应当结构化地从不同元素

维度开展，进而催生混合型组织与其他组织类型的“介于”关系。这意味着混合型组织的概念界

定需要将“元素混合”的定义逻辑与“特征介于”的定义逻辑结合起来，以元素混合为基础，将不

同维度元素的混合特征刻画与组合作为重点，形成“元素识别—元素混合—不同元素混合特征

刻画—不同元素混合特征组合—混合型组织概念”的定义逻辑，不妨称之为基于元素混合的特

征刻画法。

3.元定义与操作性定义的深化

为了弥合分歧、达成共识，混合型组织的概念界定应当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解释张力，但

从现实价值与内隐逻辑出发又需要具有较强的实质性与具象化，因此可以将混合型组织的定

义区分为元定义和操作性定义。这两种界定方法都是基于收敛的理论视角和统一的定义逻辑，

可采用组织形态本质观（组织原型理论、制度逻辑理论）和基于元素混合的特征刻画法予以实

现。从元定义来看，以Battilana等（2017）的宽泛定义为基础，将组织原型理论与特征刻画方法

作为补充，可以形成混合型组织的元定义——将传统上不能共存的核心组织元素混合在一起、

兼具多种泾渭分明原型组织特征的新组织形态。在这一元定义中，混合型组织是核心组织元素

混合的结果，且这些元素在传统上是不能共存的，可见它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些核心组织元

素，因此具有可解释和可具体化的空间。同时，这些核心组织元素混合之后，混合型组织兼具多

种泾渭分明原型组织的特征，这里也没有指明是哪些具体特征，因此存在多种刻画和多种组合

的延展方向。元定义的包容性与解释张力使混合型组织的绝大多数既有定义都可以溯源到这

一定义，它们在本质上是元定义的具象化和延展化，这意味着元定义是穿越混合型组织“概念

丛林”、达成基本认知共识的本源性广义概念。

从操作性定义来看，元定义的包容性与解释张力虽然使这一定义容易获得广泛的认同，但

也导致这一定义在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其现实价值必然受到影响，因此有必要在元定义的基

础上探寻混合型组织的操作性定义。按照基于元素混合的特征刻画法，操作性定义的关键是

“核心组织元素”的识别和各元素维度混合特征的具体刻画。从组织形态本质观来看，混合型组

织的“核心组织元素”来自于原型组织的核心构造和运行逻辑，其特征刻画依托于组织原型理

论和制度逻辑理论。尽管有众多学者对“核心组织元素”进行了识别，Schmitz和Glänzel（2016）
将其总结为输入性元素、过程性元素、输出性元素和其他元素，但元素的层次和颗粒度都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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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对组织的重要性差别非常大。实际上，“核心组织元素”的识别要求遵循个体组织的运行

规律，而完整的原型组织运行“画像”应当是“存在目的—运行逻辑—价值结果”依序逻辑的“三
位一体”构造，因此，使命目的、运行逻辑、价值创造成为“核心组织元素”。组织追求的使命和目

标被认为是界定组织性质的关键因素（Anheier和Krlev，2015），如营利组织主要追求利润最大

化，其使命被认为是为股东创造更多的财富或者经济利润，非营利组织并不过度关注利润的获

得与分配，而是尽可能发现并解决社会问题，创造更大的社会利益（陈友华和崇维祥，2017；肖
红军和阳镇，2020）。运行逻辑决定组织采取何种方式开展运营实践，是组织行为的核心导向，

其重点是对制度逻辑的嵌入，如营利组织以市场逻辑为主导，非营利组织以社会逻辑为主导。

价值创造反映组织运行的结果，“价值”范畴和属性的不同界定将区分出不同的组织范式，如营

利组织强调经济价值结果，非营利组织强调社会价值结果。在“核心组织元素”识别的基础上，

对每一元素混合特征进行具体刻画，即可将元定义的表述具象化，进而做出混合型组织的操作

性定义——混合型组织是将商业利益目的和社会利益追求相结合，在运行中将市场逻辑和社

会逻辑相混合，最终创造出包括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综合价值的新组织形态。

三、  混合型组织的类别与识别：“元素特征组合—混合度”判别框架

Skelcher（2012）、Schmitz和Glänzel（2016）指出，在经验层面上，几乎所有的组织都可以被

视为混合型组织，混合是常态，理想类型才是例外。这意味着“混合”的语义极其模糊，即便是混

合型组织的操作性定义，也难以清晰、准确地刻画出混合型组织的范畴边界。在现实中，人们对

组织是否属于混合型组织的判断更多的是经验层面的，容易导致混合型组织边界“泛化”和“窄
化”两种倾向，伪混合型组织更是难以被识别。破解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是明确混合型组织的

类别构成，并建立一套相应的类别判定方法，以便人们运用这一方法将某一组织形态与混合型

组织的类别进行比较，判断其是否属于混合型组织，以及属于哪类混合型组织。

（一）混合型组织多种分类方法的再审视

1.混合型组织的既有分类方法

混合型组织的分类以混合型组织的概念认知为基础，“概念丛林”的出现引发混合型组织

分类的多样化和混杂化，形成了分类视角不一、分类标准迥异、分类结果分野的混合型组织类

别，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混合型组织边界的模糊性。概言之，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分类方法。

（1）依据组织间关系的关键影响维度和形态进行分类，这隐含着将混合型组织看作组织间

关系的认知。Borys和Jemison（1989）将混合型组织看作战略联盟，提炼出兼并、收购、合资企

业、授权经营、供应商安排5种类型。Ménard（2004）按照处于市场与等级制度之间的位置，提出

的混合型组织包括分包、关系网络、联合商标、联合体、特许经营和合资企业。Baker等（2008）依
据资产所有权、决策权力和收益的分配，将混合型组织区分为并购、授权经营、联盟、特许经营、

完全的资产剥离等。Ménard（2013）将合作/控制的去中心化和战略资源/权力的整合作为两个

维度，区分出以信息为基础的网络、第三方协作和战略中心3种类型混合型组织。Jolink和
Niesten（2012）回顾了混合型组织的已有研究，将协会、合作性外包、特许经营、联合体、伙伴关

系、企业集团、分包、竞合、联盟、联盟组合或网络归为相对传统的混合型组织类型，认为周边

（ambient）组织、准市场、边界组织、集市化的结构是新兴混合型组织类型。Quélin等（2017）依据

治理混合与逻辑混合两个维度，识别出3种类型的混合型组织，即社会企业、传统的公私契约/
伙伴关系、社会导向的契约/伙伴关系。

（2）依据不同部门的交叉区域来划分类别，这隐含着将混合型组织看作不同部门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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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Billis（2010）将不同部门的交叉混合分成九类，相应的混合型组织区域分别为：公共部

门与第三部门的交叉区域，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三者的交叉区域，公共部门与私营部

门的交叉区域，私营部门与第三部门的交叉区域等。Anheier和Krlev（2015）则将混合型组织区

分为三类，第Ⅰ类是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混合，第Ⅱ类是非营利部门与政府的混合，第Ⅲ类

是非营利部门与营利（私营）部门的混合或者非营利部门、营利（私营）部门、公共部门的

混合。

（3）依据组织的使命目的进行分类，这隐含着将混合型组织看作不同原型组织的混合体的

认知。Alter（2007）提出混合型组织光谱，在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之间，依次的混合型组织类

型分别是具有创收行为的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社会责任担当型企业和践行社会责任的营利

性企业。Young和Lecy（2014）在提出社会企业的动物园学派时，认为混合型组织包括致力于社

会责任的营利性商业企业、社会目标企业、社会合作社、公私伙伴关系、商业与社会目标合并内

化的混合体。Haigh等（2015）以美国法律注册形式举例，提出混合型组织可以注册成为共益企

业、共益低利润有限公司、灵活目标企业、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等。Dubb（2016）依据服务员工

和社区的目的，将混合型组织区分为员工持股公司、合作社、社区开发公司、社区开发金融机

构、地方政府投资企业、社会企业、共益企业和其他企业。

2.既有分类方法的批判性审视

在以上三种分类方法中，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法是治理方式本质观下的混合型组织分类，而

由前文对混合型组织概念的理论视角透视可知，第一种分类方法与现代意义的混合型组织相

差甚远，第二种分类方法属于相对表面的混合型组织概念认知，与“元素混合”和“特征介于”的
两种定义方法都不相匹配，且分类方法属于简单的部门“排列组合”，每一组合的交叉区域难以

清晰刻画这一类混合型组织到底是什么，在严格意义上不能称其为分类。第三种分类方法属于

组织形态本质观下的混合型组织分类，与现代意义的混合型组织概念认知相适配，能够更具体

地刻画出不同类别混合型组织的形态。然而，无论是“组织光谱学派”（Alter，2007）还是“动物园

学派”（Young和Lecy，2014），抑或法律注册形式（Haigh等，2015）和社区财富创造方式（Dubb，
2016），其对混合型组织的分类基本上都或隐或显地采用使命目的这个单一维度、元素或标准。

虽然使命目的是决定组织性质的关键因素，能够大致区分混合型组织的类别，但单一元素特征

分类标准的区隔度较弱，难以对混合型组织的类别进行更细致和准确的刻画。

（二）基于元素特征组合法的混合型组织类别再界定

Evers（2008）认为，混合型组织可以从受混合影响的组织特征或过程来区分。因此，可以根

据各元素的特征组合来区分和识别不同类别的混合型组织，这形成了混合型组织分类的元素

特征组合法。相对于使命目的等单一维度的分类标准，元素特征组合法增强了不同类别混合型

组织的区隔度，能够更准确、细致和清晰地刻画不同类别混合型组织。

1.元素特征组合法的多维解构

从可观察和可识别的角度，本文重点扩展上述第三类方法，它也被组织社会学和经济社会

学的学者所重点关注（Battilana等，2015，2017），进而从元素特征组合法之使命目的、运行逻辑

和价值创造的元素特征考察混合型组织实际运行中的组织目标、利益相关方平衡和绩效产出

等特征表现。具体包括：

（1）组织目标的多重性。不同类型的组织存在目标差异，如营利导向型组织的目标是为了

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技术导向型组织的目标是围绕技术创新实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社会导

向型组织的目标是通过社会化运作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不同于组织二分背景下单纯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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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或者非营利组织，混合型组织是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维度混合的结果（Alter，2007），社会使

命嵌入商业性身份中（Santos，2012），因此不仅寻求实现组织自身的财务目标，而且追求向更

可持续社会转变的社会和生态目标（Hahn和Ince，2016）。目标多重性可以确保混合型组织获得

合法性。实际上，相当数量的混合型组织不仅通过生产和销售更可持续的产品、促进回收和再

利用或者支持社区团结等方式来实现社会价值，而且比其他组织更倾向于促进社会变革与社

会创新。许多混合型组织在运行过程中往往超越三重底线的“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要求

（Díaz-Correa和López-Navarro，2018），优先考虑环境和社会目标，促进环境再生和推动积极的

社会变革，这类组织往往由非物质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导向所驱动，甚至包括改造社会的共同愿

景。这些现象表明，不同类别的混合型组织在目标多重性的程度上具有差异，按照追求经济目

标和社会目标的平衡性，混合型组织的目标多重性可以区分为社会目标优先（相对于经济目

标）、经济目标优先（相对于社会目标）和经济社会双重目标均衡三种具体特征类型。

（2）组织利益相关方平衡的多维性。混合型组织融合了多种运行逻辑，建立在广泛的制度

要素基础上，它运用新的组织模式将这些要素进行重组，以开发其创新能力（Jay，2013）和可持

续运营能力，并动员多个利益相关方支持组织发展（Smith和Besharov，2019），以解决社会问

题。对于混合型组织来说，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混合在操作层面体现为有效平衡股东、员工、

供应商、顾客、社区、政府、环境以及竞争对手和行业组织等多元利益相关方。由于不同利益相

关方的价值偏好呈现多样化特征，因此混合型组织更加强调对多元利益相关方价值偏好多维

度平衡，从而创造多元化的利益相关方价值。一方面，混合型组织需要考虑“商业利益相关方”
的需求，如金融投资者和供应商，它们遵循商业逻辑，主要从财务绩效和业务流程的角度评估

组织（Pache和Santos，2013）；另一方面，混合型组织还必须满足“社会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如非

营利组织和公共服务部门，他们主要关心社会影响和组织使命成就（Battilana等，2015）。由于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是组织考虑利益相关方期望和实现利益相关方价值的重要方式与集中反

映，因此混合型组织对利益相关方平衡的多维性体现在推动商业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利益相关

方的参与程度上。按照不同类型利益相关方涉入程度的差别，混合型组织对利益相关方平衡的

多维性可以区分为商业利益相关方高参与（相对于社会利益相关方）、社会利益相关方高参与

（相对于商业利益相关方）和两类利益相关方的共同高参与三种具体特征类型。

（3）组织运行绩效的综合性。混合型组织通过结合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来彰显价值创造的

多重逻辑，强调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某种程度的多元均衡结果。不同于传统的商业企业，

混合型组织在运行过程中避免对经济利润的过度关注，否则就会因为信息不足而难以实现社

会目的，也容易导致企业社会责任游离于企业业务活动之外的“外挂式”社会责任现象的出现。

不同于纯粹的非营利组织，混合型组织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在组织运行过程中纯粹以社会

价值创造的最大化作为最终的绩效追求，过度关注社会使命而忽略其营利性行为，结果是失去

可持续运营的能力，引发“社会失灵”和“志愿失灵”现象的发生。混合型组织对综合性运行绩效

的强调，也是防止混合型组织使命漂移的关键要求（Grimes，2010），确保组织的运行结果既符

合组织的目标和价值，又符合利润约束（Ponte等，2017）。但是，不同类别混合型组织运行绩效

的综合性程度有所差异，依据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在综合绩效中的构成地位不同，混合型组织

的运行绩效综合性可以区分为社会绩效为主（经济绩效为辅）、经济绩效为主（社会绩效为辅）

和双元绩效均衡三种具体特征类型。

2.运用元素特征组合法判定与识别混合型组织类别

遵循混合型组织分类的第三种方法，混合型组织类型的识别模型主要包括：Alter（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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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可持续与社会可持续两个维度刻画了混合型组织的“光谱模型”，认为混合型组织是介

于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光谱中间地带的组织，它包括具有创收行为的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社

会责任担当型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商业企业等四种类型。尽管后续的学者在借鉴

Alter（2007）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商业活动与社会使命二维框架下的“动物园模型”
（Young和Lecy，2014）以及基于公共利益、共同利益、资本利益三维框架的“福利三角模型”
（Defourny和Nyssens，2017），但是他们的刻画方式存在理论颗粒度过大，很难在实践层面清晰

地识别、容易带来混合型组织具体类型的误判问题。本文在Alter（2007）划分的四类混合型组

织的基础上，运用元素特征组合法，结合组织目标多重性、组织利益相关方平衡多维性、组织运

行绩效综合性3种具体特征类型，一方面对Alter（2007）提出的四类混合型组织进行更深入的

审视，细化分类颗粒度并识别出新的混合型组织类别，另一方面能够区分相邻两类组织的微妙

差别，更加精准地刻画不同类别的混合型组织。综上所述，基于元素特征组合方法，混合型组织

可以进一步细化为5类，即具有创收行为的非营利组织、狭义社会企业、共益企业、嵌入社会责

任的商业企业和践行社会责任的营利性企业，它们可以通过组织目标多重性、组织利益相关方

平衡多维性、组织运行绩效综合性等元素特征组合进行识别和判定。如表1所示。
 

表 1    五类混合型组织的识别与判定框架

识别与判别维度
具有创收行为
的非营利组织

狭义社会
企业

共益
企业

嵌入社会责任
的商业企业

践行社会责任
的营利性企业

组织目标
的多重性

社会目标优先 ◆ ○ × × ×
双重目标均衡 × × ● × ×
经济目标优先 × × × ○ ◆

组织利益
相关方平衡
的多维性

社会利益相关方高参与 ◆ ○ × × ×
两类利益相关方的共同

高参与 × × ● × ×

商业利益相关方高参与 × × × ○ ◆

组织运行
绩效的
综合性

社会绩效为主 ◆ ○ × × ×
双重价值均衡 × × ● × ×
经济绩效为主 × × × ○ ◆

　　注：“●”表示该类组织具有此特征且无强弱程度之分；“×”表示该类组织不具有此特征；“◆”和“○”分
别代表该类组织表现出这一特征的强和弱。
 
 

（三）基于混合度测量法的混合型组织类别认知再深化

以往研究对混合型组织往往采用二分法，即组织要么是混合的，要么是非混合的（Casasnovas
和Chliova，2020），近期研究已经认识到这种分类的局限性，认为组织的混合度可能是不同的

和变化的（Shepherd等，2019），因此强调应将研究重点聚焦于混合度（Battilana等，2017）。这意

味着不同类别混合型组织的混合度存在差异，如Billis（2010）将混合区分为表面混合和牢固混

合两种类型，Schmitz和Glänzel（2016）将其分别视为低混合度和高混合度，Hahn（2020）则依据

企业对可持续发展倡议的整合与自主程度，提出了形式混合、权变混合、边缘混合、完全混合四

种混合类型。实际上，元素特征组合法虽然能够从质性分析上判断混合型组织的类别，但是由

于不同元素之间的混合方式、同一元不同特征的混合程度不同，因此基于元素特征组合的混合

型组织分类仍然存在边界模糊问题，需要进一步通过测量混合型组织的混合度予以定量描述，

由此形成混合型组织类别划分与识别的“混合度测量法”。
1.组织混合度测量的四种方法审视

组织混合度测量就是对组织的混合性程度进行指标衡量，其关键是确定混合度的测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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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衡量维度，构建详细的测量指标。综合已有研究来看，组织混合度测量大致分为组织资源

输入视角、组织过程视角、组织产出视角、综合视角4种方法，每一种方法在理论基础、认知假

设、关注重点和衡量指标上均有所不同。

（1）基于组织资源输入视角的测量。该视角以资源基础观、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认为

混合型组织是一个内外部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混合输入的过程。这里的“混合”是指有效结合

资源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并具备资源获取和资源形成的双元属性。Dees（1998）将资本、劳

动力、供应商等资源输入作为组织混合性的描述维度，Evers（2008）也将资源作为区分组织混

合性的重要维度。组织资源输入视角的测量机理在于假设来自不同部门的资源尤其是非物质

资源与人力资本息息相关，不同群体根据各自社会化（价值观、规范和习惯）建构产生的不同逻

辑进行思考和行动，从而形成组织的混合性。按照这一逻辑，混合型组织在董事会成员背景、员

工输入（甄选与聘任）、投资者偏好、财务资源、支持网络等方面具有异质性和混合性（Skelcher，
2012；Doherty等，2014；Battilana等，2015）。就董事会成员和员工来说，通常需要有非常多样和

广泛的混合职业背景，以确保他们能够处理组织环境组合的各类复杂逻辑。就投资者来说，混

合型组织的投资者不仅是为了经济报酬，而且是因为其所服务的社会事业。选择投资者是一个

微妙的过程，混合型组织更倾向于主动寻找与组织目标相契合的投资者，从而为组织提供实现

双重价值创造所需要的资源和技能，并防止投资者之间的冲突（Skelcher，2012）。就组织支持网

络来说，混合型组织要善于使用其所依赖的管理资源，并利用其社区嵌入性以及与利益相关方

的关系纽带来获取外部资源，克服其在外部环境中获取资源的障碍（Dacin等，2010）。因此，基

于组织资源输入视角对组织混合度的测量，主要考察员工与董事会成员混合性、投资者与融资

渠道的混合性、与社会支持性群体是否存在密切联系等衡量指标。

（2）基于组织过程视角的测量。这种视角以组织能力观、制度逻辑理论、利益相关方理论为

理论基础，认为混合型组织的运行过程具有双元性，将动机、方法（Dees，1998）和目标、治理、身

份（Evers，2008）等运行过程性元素作为区分组织混合性的重要维度。组织过程视角的测量机

理在于假设组织的资源输入需要通过“使命目的—战略决策—制度安排—活动行为”的组织运

行过程来实现预期产出，混合型组织的关键在于，组织使命、组织利益相关方维度、组织战略决

策和组织的法律形式等运行过程元素都具有双元组合与开放融合的特征，它们的混合性程度

能够表征组织混合性。按照这一思路，混合型组织倾向于定义自身的双重使命，采用民主治理

模式，积极寻求与利益相关方的对话和交流，以整合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和声音，使其力量

尽可能达到均衡；在战略决策中，充分考虑利益相关方的多重需求，并让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

降低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冲突；为响应不同制度逻辑下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克服外部合法性

与组织内部运营的冲突，组织可能会采取不同法律形式的混合机制来满足看似矛盾的需求。因

此，基于组织过程视角对组织混合度的测量，更多地关注使命目的均衡性、民主原则优先性、利

益相关方决策涉入程度、是否推进利益相关方对话、不同法律形式的选择与组合等组织运行过

程指标。

（3）基于组织产出视角的测量。这种视角以组织绩效观、价值创造理论、三重底线理论为理

论基础，认为混合价值（blended value）是混合型组织身份的构成要素和组织存在的理由

（Schmitz和Glänzel，2016），是混合型组织运行的应然结果。组织产出视角的测量机理在于，假

设组织属性的“事后检验”，认为组织的混合性并非由资源输入和运行过程决定，需要考察组织

运行结果的价值属性，其核心表征应当是组织运行的混合价值创造结果。由这一假设出发，混

合型组织的价值创造结果不同于传统的商业组织与非营利组织，一方面，其价值创造结果具有

综合性，涵盖了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的比例式搭配与耦合；另一方面，其价值分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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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具有多元性和共享性，在更高层面满足多元利益相关方的不同价值偏好。同时，混合型组织

更强调对价值创造和分配结果进行主动披露而非被动回应，向利益相关方呈现更大的透明度。

因此，基于组织产出视角对组织混合度的测量，重点是评估组织是否创造出多维混合价值、是

否增进多元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偏好、是否主动披露价值创造结果等指标。

（4）基于综合视角的测量。显然，组织资源输入视角、组织过程视角、组织产出视角都只是

从组织运行的单一侧面对组织混合度进行衡量，无法真实反映组织的混合程度，也难以对组织

属于哪类混合型组织做出科学的判断。一个组织的运行元素应当涵盖“输入—过程—结果”的
完整链条，因此组织混合度应当综合组织资源输入、组织运行过程、组织价值产出三个侧面的

混合性予以测量。按照这一思路，Schmitz和Glänzel（2016）构建了混合型组织立方体测量模型，

形成了由组织资源流、组织运行过程与组织绩效的可持续导向构成的三维衡量框架。在该框架

中，组织资源流侧面要求充分考虑来自商业部门、公共部门、第三部门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

混合，相较于有形资源，来自不同部门的价值观、方法、理性和实践更加重要；组织运行过程侧

面强调，组织的混合性体现在价值链位置维度，要求考察混合性是否存在于价值链的输入、过

程与输出的纵向结构中；组织绩效的可持续导向侧面要求混合型组织的价值创造严格遵循三

重底线原则，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的可持续协同创造。与此相适配，基于综合视角的测

量囊括了组织资源输入视角、组织过程视角、组织产出视角的衡量指标。

2.运用混合度测量法廓清不同类别混合型组织的边界

多维度、多元素的特征组合意味着不同类别的混合型组织不再是使命目的单一维度下的

线性光谱，特定类别的混合型组织也不是一个特定的“点”，而是处于一定范围的区域，但是区

域边界无法通过元素特征组合法确定，需要基于混合度的差异加以界定。从组织混合度视角来

看，并非只要混合度大于零的组织就是混合型组织，混合度应当高于某一阈值，否则因为混合

性越来越遍布于各个组织（Smith和Cunha，2020），每个组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混合性特征

（Schmitz，2015），就可能出现混合型组织的极度“泛化”。在高于阈值的基础上，混合型组织的

混合度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强混合、中度混合和弱混合三个等级，或者高混合、中混合和低混合

（Shepherd等，2019）。强混合是指根据不同逻辑定义的组织目标被同等重视，而且在输入、过程

和输出关系中同时存在混合，在输入、过程和输出维度的混合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线，这三个

维度紧密交织在一起（Schmitz和Glänzel，2016）。弱混合是指组织的不同逻辑没有同等的价值，

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表现为主导逻辑和工具化的组织目标，且只在输入、过程和输出中的部

分维度存在混合。中度混合处于强混合与弱混合之间，是指组织的多个逻辑之间存在优先顺序

但不具有主导性，体现优先逻辑的组织目标受到更多的重视，在输入、过程和输出关系中均存

在混合，但混合具有非均衡性。由此可见，强混合属于无差别的均衡混合，中度混合属于有偏向

的弱非均衡混合，弱混合则属于严重不对称的非均衡混合。在基于元素特征组合法界定的五类

混合型组织中，具有创收行为的非营利组织和践行社会责任的营利性企业处于弱混合区间，狭

义社会企业和嵌入社会责任的商业企业处于中度混合区间，共益企业处于强混合区间。

如果对元素特征混合法与混合度测量法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混合度测量的输入、过程、输

出各维度的指标实际上是对组织目标多重性、组织利益相关方平衡多维性、组织运行绩效综合

性的细化衡量，混合度也可以认为是对混合型组织各元素特征混合程度的测量。然而，无论是

对元素特征的刻画还是对输入、过程和输出的指标化衡量，元素特征混合法与混合度测量法都

聚焦于混合型组织的两个属性，即商业性与社会性，混合度实质上是对混合型组织在各元素和

各维度上的商业性与社会性之混合程度的测量。例如，Shepherd等（2019）就结合经济逻辑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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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逻辑强度建立了不同水平的混合度曲线。由此，以组织的商业性与社会性作为两轴，结

合混合型组织的混合度阈值以及弱混合、中度混合和强混合等混合度差别，可以识别和区分出

具有创收行为的非营利组织、狭义社会企业、共益企业、嵌入社会责任的商业企业和践行社会

责任的营利性企业五类混合型组织的所属区域和边界。如图1所示。需要指出的是，混合型组织

除了需要满足一定的混合度阈值外，还应当在商业性与社会性的属性叠加度上满足底线要求，

即混合强度（hybrid intensity）（Shepherd等，2019）应超过图1中的最低混合强度曲线；尽管强混

合是组织商业性与社会性的均衡混合，反映为整个区域的对分线，但在现实中可以将对分线相

邻的一定区域（如±5%的区间）设定为强混合区，共益企业即处于该区域内。
 
 

商业性
（目标、逻辑、绩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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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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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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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混合强度线

图 1    五类混合型组织所处区域边界的识别
 

四、  结论与展望

随着越来越多的纯粹非营利组织和单纯商业企业打破自身的价值边界，传统的两极式的

组织边界逐步寻求混合，处于二者之间的中间组织形态即混合型组织日益盛行，正在迈向主流

组织形态。许多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一趋势，并对混合型组织开展了多个方面的探索性研究，但

概念的分歧和类别的模糊对进一步深入研究形成了障碍。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深入研究了混合

型组织的概念认知和类别识别这两个基础性问题，获得了一些创新性的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与整合性框架

1.研究结论

（1）混合型组织概念认知范式的核心是理论视角和定义逻辑，可以结合这两个方面理解混

合型组织。基于混合型组织本质定位的差别，现有对混合型组织概念认知的多种理论视角可以

归结为治理方式观、建构形式观和组织形态观，它们在内隐层面收敛于组织形态本质观，相应

的理论视角在组织层次上收敛于组织原型理论视角和制度逻辑理论视角。从定义逻辑视角看，

既有的混合型组织概念界定方式可以区分为以“元素混合”为逻辑起点的定义和以“特征介于”
为逻辑起点的定义，合意的概念界定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元素混合为基础，将不同维度元素

的混合特征刻画与组合作为重点，形成“元素识别—元素混合—不同元素混合特征刻画—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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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混合特征组合—混合型组织概念”的定义逻辑。

（2）基于Battilana等（2017）的宽泛定义，以组织原型理论和特征刻画方法作为补充，可以

提炼出混合型组织的元定义：“将传统上不能共存的核心组织元素混合在一起、兼具多种泾渭

分明原型组织特征的新组织形态”。同时，可以依据原型组织“存在目的—运行逻辑—价值结

果”的运行轨迹，提出混合型组织的操作性定义：“将商业利益目的和社会利益追求相结合，在

运行中将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相混合，最终创造出包括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综合价值的新

组织形态”。
（3）基于元素特征组合方法，即组织目标多重性、组织利益相关方平衡多维性、组织运行绩

效综合性等元素特征组合，混合型组织可以细化为具有创收行为的非营利组织、狭义社会企

业、共益企业、嵌入社会责任的商业企业和践行社会责任的营利性企业五类。运用混合度测量

法，以组织的商业性与社会性作为两轴，结合混合型组织的混合度阈值、弱混合、中度混合和强

混合等混合度差别，可以识别和区分五类混合型组织的所属区域和分界。

2.整合性框架

混合型组织作为一种兼顾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折中主义组织范式，其本质在于混合性，

因此理解混合性是研究混合型组织的逻辑起点，所有关于混合型组织的争论也可以追溯到对

“混合”理解上的差异。本文对混合型组织概念认知和类别判定的解构和再建构，也是以对“混
合”的理解为起点，将元素混合贯穿于和渗透于各个领域，形成了混合型组织概念与类别的完

整画像（如图2所示）。
 
 

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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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逻辑混合、价值结果
  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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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认知：
元素混合的特征刻画法

·元定义：将传统上不能共存的核心
  组织元素混合在一起、兼具多种泾
  渭分明原型组织特征的新组织形态

·操作性定义：将商业利益目的和社
  会利益追求相结合，在运行中将市
  场逻辑和社会逻辑相混合，最终创
  造出包括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
  综合价值的新组织形态

类别识别：
元素特征组合法

·特征：组织目标的多重性、组
  织利益相关方平衡的多维性、
  组织运行绩效的综合性

·判定框架：特征与类别结合

边界廓清：
混合度测量法

类别形态：
混合型组织光谱的拓展

·具有创收行为的非营利组织

·狭义社会企业

·共益企业

·嵌入社会责任的商业企业

·践行社会责任的营利性企业

·四种方法：组织资源输入视
  角、组织过程视角、组织产
  出视角、综合视角

·区域边界：商业性与社会性
  为两轴，结合混合度差别

图 2    混合型组织概念与类别研究的整合性框架
 

（二）边际贡献与未来研究方向

1.边际贡献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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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收敛理论视角、统一定义逻辑为基础，通过区分元定义与操作性定义，推动学界走出

混合型组织的“概念丛林”。本文构建了“理论视角—定义逻辑”的混合型组织概念认知范式，提

出以治理方式观、建构形式观和组织形态观将多样化和多层次的理论视角综合起来，认为它们

在内隐层面将收敛于组织形态观；区分“元素混合”和“特征介于”两种定义逻辑，提出基于元素

混合的特征刻画法将两种逻辑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具有包容性和解释张力的混合型

组织元定义，而绝大多数既有的混合型组织定义都可以溯源回归于这一定义，由此破解了混合

型组织“概念丛林”难题。本文还以元定义为起点，运用基于元素混合的特征刻画法，提出反映

混合型组织运行完整“画像”的操作性定义，增强了定义的实质性与可操作性。就已有研究而

言，混合型组织概念认知的理论视角（Jolink和Niesten，2012；Battilana等，2017；Quélin等，2017；
Glynn等，2020）往往停留于“形”而忽略混合型组织本质认知的“实”，多样化的定义（Battilana和
Dorado，2010；Battilana和Lee，2014；Skelcher和Smith，2015；Vassallo等，2019）均未能深入混合

型组织的定义逻辑，没有区分元定义与操作性定义。

（2）基于“元素特征组合—混合度”框架细化与深化混合型组织类别的识别和判定，结合组

织属性（商业性与社会性）与混合度差别（混合度阈值、弱混合、中度混合和强混合）廓清不同类

别混合型组织所处的区域边界。本文突破了混合型组织的既有分类（Alter，2007；Young和
Lecy，2014；Haigh等，2015；Dubb，2016），运用元素特征组合方法将Alter（2007）划分的4类混合

型组织进行更精准的细化和优化，区分出5类混合型组织。在此基础上，提出混合度阈值、混合

度类别、混合强度概念，将组织的商业性与社会性作为两轴，识别和界定出五类混合型组织的

曲线区间分布，将Alter（2007）的混合型组织线性光谱拓展至非线性的曲线包络空间。

2.未来研究方向

由于混合型组织出现与兴起的时间尚不长，加之相较于纯粹非营利组织和单纯商业企业

更为复杂，而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又赋予混合型组织运行的新情境与新要求，因此对混合型组

织的认识和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混合型组织的概念提出以来，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学者都尝试从各自理论的

逻辑起点探究混合型组织，为廓清混合型组织为何混合、混合什么以及如何混合等问题提供了

系统性的解释框架和理论基础。但是，正因为混合型组织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学界对“混合”认知

和理解的差异，混合型组织的概念界定和认知框架尚处于模糊复杂的“丛林”时代，并导致了如

何理解混合型组织以及如何推动混合型组织的生成与转型等诸多理论争议，致使混合型组织

的实践发展遇阻。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混合型基础理论的研究，并着力构建混合型组织的统

一性认知框架，并形成不同文化情境、不同经济体制、不同组织内外运营环境下的混合型组织

认知框架。需要强调的是，既有的理论流派较少讨论混合型组织形成与演化的前置性因素或支

撑性条件，不同类型混合型组织的生成逻辑与演化过程也需要学界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和探索

性案例分析，尤其是跨文化情境的跨案例分析。

第二，深化“混合度”测量评价体系的研究。混合型组织的核心表征在于混合，在多种理论

流派中，不管是组织类型与形态视角的混合，还是组织身份、使命与价值目标的混合，抑或治理

方式与制度逻辑的混合，混合程度都是表征组织混合化趋势与评价混合型组织合法性的重要

标准，但既有研究对混合型组织的分类依然存在诸多分歧。以组织社会学视野下的混合型组织

为例，其对混合型组织的分类呈现诸多理论模型，包括“光谱模型”“动物园模型”“福利三角模

型”以及混合制度逻辑模型等（黄英，2021；肖红军和阳镇，2019），不同模型下混合型组织的分

类标准及其呈现的组织形态和类型各异，造成了学界对混合型组织认知的混乱。未来需要从混

合型组织的核心标准即“混合度”的视角，探究混合度构成的主要元素以及混合度的测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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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与操作兼具的视角弥合混合型组织多重分类认知的分化，以便在组织混合化过程中明

确混合程度以及混合的核心要素与支撑性要素，提高混合型组织测度的稳健性。

第三，深化混合型组织的绩效评价与价值效应的研究。混合型组织的绩效评价和经济后果

关系到混合型组织的合法性与成长的可持续性，目前的混合价值与综合绩效视角依然有待进

一步突破。混合价值（绩效）的衡量既关系到混合度的测量，也是准确反映混合型组织混合有效

性的基本前提，否则就可能出现伪混合或者混合型组织绩效的“粉饰性”，即组织通过宣传或者

伪造自身的混合型组织类别，获取其在市场和社会中的合法性以及相应的竞争优势。尤其是目

前对混合价值的衡量尚缺少可行的通用方法，未来应在审视已有方法和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构

建出反映混合型组织实际绩效的混合价值衡量方法与评价体系。更关键的是，强化混合型组织

的价值效应研究有助于为组织转型提供经验证据的支持，因此需要进一步关注不同文化情境、

不同行业以及不同混合型组织类型的价值效应的异质性，推动组织更好地适应混合化的发展

趋势。

第四，推进混合型组织认知的跨层跨域研究，并探索数字情境下混合型组织的理论研究。

尽管有少数研究试图将不同认知进行跨层融合（胡锴，2019），但不同层面的研究仍呈现割裂状

态。此外，目前尚缺乏从生态系统层次的研究，而更高阶的混合型组织是对商业生态系统和社

会生态系统的混合。跨层次、跨场域的混合型组织研究还体现为跨文化和跨体制研究。例如，考

察跨国公司如何将全球企业文化与本土文化相混合(Shimoni和Bergmann, 2006)，考察中国向

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如何从单一的政府组织向混合型组织转型，这些都为研究

混合型组织的演化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因此，未来可开展跨个体、组织、制度、生态等不同层次

和场域的研究，探究混合型组织在不同层次和场域的聚合问题。此外，从组织运行环境来看，新

一轮数字智能技术深刻改变了组织的运营环境，组织所处的竞争场域和竞争逻辑也产生了深

刻的改变。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看，数智化情境下的可持续创业组织、平台组织情境下的企业

履责平台化以及平台化履责成为兼容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新组织范式表征；相应地，数智化情境

下混合型组织的内涵与外延是否有新变化，数字化是否改变混合型组织的形态与类别，数字化

对混合型组织的识别与类别判定有何影响，这些都是混合型组织研究的拓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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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movement and the accelerating
trend of commercial socia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public sector,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third  sector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blurred,  and  a  large  number  of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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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 with both market orientation and social value creation orientation have emerged in the
market. Accordingly,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in practice has also accelerated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basic theory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and the growth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However, although the basic concept of hybrid organization has been interpreted by many scholars, it
also intensifies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and the process of “concept jungle”,
resulting in a great degree of cognitive and operational confusion on the ident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judgment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provides a critical review framework for the existing
classification methods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and promote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get out of the
multiple fog and “concept jungle” of the conceptual theory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it helps organizations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operable identification and judgment methods.

The research logic of this paper is to systematically deconstruct the multiple schools of the concept
interpretation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hybrid organizations, it analyzes
the multiple theoretical schools of the concept definition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extracts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definition perspective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and finally clarifi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hybrid org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etical schools.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he concept definition and essential cognition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belong to thre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governance style view, construction form view and organization form view.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defining logical aspects, the definition methods of hybrid organization
concep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 method with “element hybrid”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the definition method with “interval location method”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uzzy and controversial boundaries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and 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classific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method of “element combination – hybrid degree” to get out of the
“concept jungle” and category differences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s of hybrid degree threshold, hybrid degree category and hybrid intensity, takes the
commerciality and sociality of organizations as two axes, identifies and defines the curve interval
distribution of the five types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extends the linear spectrum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of Alter (2007) to the non-linear curve envelope space, and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the cognitive and
category judgment methods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prospect
of hybrid organization research, and believes that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basic theory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the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hybrid degre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value creation effect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and the cross-level research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hybrid  organization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ocial  enterprises; benefit
corporations; hybrid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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